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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包含着媒介变革的赋能。 然而，既
往研究在探讨印度教民族主义何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印人党何以击败国大党的动因时，
对历史拐点之处的“媒介变革赋能”却较少触及。 事实上，受益于对“信息技术超级大国”
的追求，印度国内很快就完成了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转向网络媒介的变革。 正是这一变

革的赋能，使得“电视 ＋ 印地语”“网络 ＋ 印度教”先后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技

术平台。 正是依托这一平台，使得印人党可以有效动员“识字率低且方言众多”的广大印

度教教徒，抢占全印最大“票仓”，进而击败秉持世俗民族主义且对新媒介适应性严重不

足的国大党，开启全面执政的历程。 简言之，媒介变革的赋能，是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重

要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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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文化地图上①，印度的世俗化进程正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复兴”②与印人党“流星

式崛起”的冲击③。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５ 日《经济学人》封面文章评论道：“莫迪一直在挑战印度宪法的

世俗化原则，他最近的做法损害了印度数十年来的民主政治。”“莫迪正在将印度从一个包容的、宗
教多元化的国家变为一个印度教沙文主义国家。”④《经济学人》评论虽有其特定立场，但也昭示了

印度民族政治的转型⑤，即在民族主义上从“世俗民族主义”转向“宗教民族主义”⑥，在政党政治上

由国大党“完全执政”转向印人党“完全执政”⑦。 世俗民族主义曾是国大党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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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是笔者主持的教育部重大项目“西南边境固边兴边强边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项目编号：２１ＪＪＤＭ００３） 、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交往变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族际距离消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２２ＡＭＺ００６）的阶段性成果。 感谢《世
界民族》编辑部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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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达：《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及其影响》，载《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印度〕 阿马蒂亚·森著，刘建译：《惯于争鸣的印度人：印度人的历史、文化与身份论集》，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７ 年，第 ３８ 页。
Ｉｎｔｏｌｅｒａｎｔ Ｉｎｄｉａ，“Ｈｏｗ Ｍｏｄｉ ｉｓ Ｅｎｄａｎｇ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ｖｏｌ． ２５， ２０２０．
“民族政治”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 例如，周平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民族政治是民族同一定的公共权力结合而形成的特定

的政治领域”（周平：《民族政治学二十三讲》，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３４８ 页）；另一学者王树英，在其研究印度的“民族政治学”著
作中并没有给出“民族政治”的明确定义，不过，从其书中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民族政治主要指族际政治（王树英：《民族政治学：
印度的族裔问题及其治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 本研究在参照既往文献的基础上，立足印度国情，将“民族政治”理解

为“民族（主义） ＋ （政党）政治”。 其中，民族主义提供统治的合法性（意识形态功能），政党政治则体现了统治的结构（主要表现为完全

执政与悬浮议会两种形态）。
管银凤：《印度宗教民族主义探析》，载《世界民族》，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
陈小萍：《印度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２８ 页。



张政教分离，且目前已写入印度宪法，强调印度是一个“世俗的民主共和国”①；宗教民族主义是一

种“教派民族主义”②，主张宗教政治化，以印人党倡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为代表，旨在“建立一个印

度教国家”③。 一言以蔽之，印度民族政治转型———从长周期来看，是一个“国大党完全执政 ／世俗

民族主义主导→两党胶着的悬浮议会 ／两种民族主义共存→印人党完全执政 ／印度教民族主义主

导”的历程。
印度的民族政治转型是撬动南亚乃至世界地缘格局的重要历史事件。 当前，随着美国“印太

战略”的推进，印度何去何从至关重要，而印度如何抉择，相当程度上又取决于其内部民族主义与

政党政治的耦合。 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④，深入剖析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内在逻辑与外在条件，无
疑具有重要的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理解印度民族政治转型

印度民族政治何以转型？ 对此，研究者们大多采取“由果溯因”的方法，即从民族主义角度追

问印度教民族主义何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从政党政治角度探讨印人党何以

最终击败国大党并取得全面执政地位———由此形成了理解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两条主线。 本研究

将在两条“主线”勾勒出的基础上，进一步追问两个“拐点”问题，即为何只有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印度教民族主义才逐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并走向“复兴”？ 为何只有到了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人党

才最终击败国大党实现“崛起”？ 我们将从“媒介变革赋能”的角度切入并逐一论证。
（一）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两条主线

１．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复兴”动因

在追问印度教民族主义何以走向“复兴”的动因时，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国家建构的需要。 不

过，在考察这种需要时，研究者们关注更多的是教派冲突下的国家建构，聚焦于“印度教传统”与属

于“闪族宗教”⑤的伊斯兰教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由此激发的“印度教特性运动”⑥。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不同时期，印度的国家建构需要不同。 在印度立国之初，需要的是世俗

民族主义，教派民族主义显然不利于印度内部团结以反抗英国殖民当局。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为

了印度教教徒与穆斯林团结，曾极力主张“世俗民族主义”，而力避“教派民族主义”。 尼赫鲁甚至

指出，在印度古代根本就没有 Ｈｉｎｄｕ 这个词（指印度教教徒或印度教），所以用“印度教教徒的”或
“印度教” 作为印度文化代用语 “是不正确的、不宜用的”，“正确的形容词 ‘印度的’ 应该是

‘Ｈｉｎｄｉ’”⑦。 在印度立国之后，随着外部敌人———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退场，印度内部的教派矛盾开

始激化，印巴之间的三次战争更是“火上浇油”，使印度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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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１９５０ 年印度制宪会议即通过宪法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不过直到 １９７６ 年，“世俗主义”才被正式写入印度宪法。 参见

１９７６ 年印度宪法序言：“Ｗｅ，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Ｈａｖｉｎｇ Ｓｏｌｅｍｎｌｙ Ｒｅｓｏｌｖ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Ｉｎｄｉａ ｉｎｔｏ ａ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引自：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ａ． ｎｅｔ ／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ｉａ ／ ｐｒｅａｍｂｌｅ

教派民族主义早在印巴分治时即已形成，不过长期受到秉持世俗民族主义的国大党压制。 当前在印度比较有影响的教派民族

主义，主要包括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和印度锡克教民族主义，参见欧东明：《印度教派民族主义析论》，载《南亚研究季

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Ｖ． Ｄ． Ｓａｖａｒｋａ， “Ｈｉｎｄｕｔｖａ”， Ｐｏｏｎａ，１９４２， ｐ． １２６．
周少青：《２１ 世纪“新民族主义”：缘起、特点及趋势》，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
“闪族宗教”是指发源于中东地区、彼此渊源甚深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相对于印度教的多神崇拜，“闪族宗教”是一神

崇拜。 参见林承节：《印度史》，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 年，第 ２６５ 页。
宋丽萍：《印度教特性运动的政治文化解读》，载《南亚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４ 期。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齐文译：《印度的发现》，世界知识出版社，２０１７ 年，第 ８４—８７ 页。



样的时代背景下，世俗民族主义越来越难以为印度民族国家建构提供意识形态支持，于是，在“一
人一票”的西式政党政治游戏激荡下，通过唤醒占印总人口约 ８２％的印度教教徒之“国家意识”，进
而提升印度内在凝聚力，就成为新的国家建构需要。

综上可见，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在“他者”的变换中，即从“英国殖民主义者”向“伊斯兰教”的变

换中，重新定位了自己①。 鉴于印度教教徒在印度人口中的主体性地位，印、巴依据“蒙巴顿方案”
分治后，这一转换几乎是必然的。 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复兴”动因，与
其说是国家建构的需要，不如说是广大印度教教徒主体性意识的觉醒。

２． 印人党击败国大党的“崛起”动因

在探讨印人党何以实现“崛起”的动因时，一个重要的判断是：宗教政治化扮演了关键角色。
与上节类似，在考察宗教政治化时，研究者们关注更多的是印人党在选举过程中如何与印度教民族

主义组织结盟。 以国民志愿团（ＲＳＳ）为例，该团成立于 １９２５ 年，成员全部是男性，其基层单位称为

“沙卡”（Ｓｈａｋｈａｓ）②。 “沙卡”每天举行一次持续一小时的集体活动，内容包括体能训练、为“印度母

亲”祈祷以及对印度各领域事务进行讨论。 国民志愿团成立之初，声称自己是文化宗教组织，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逐步实现了与印人党的结盟。 ２０１９ 年，国民志愿团为支持莫

迪连任，发动了全印度 ５０００ 多个“沙卡”（约 ７０ 万志愿者）与选民沟通协调③，其组织动员力量可见

一斑④。 国民志愿团的支持也获得了印人党的丰厚回报，数据显示：在莫迪政府内阁成员组成中，
第一任期共计 ６６ 位内阁部长，其中 ４１ 位来自国民志愿团，占比 ６２％ ； 第二任期共计 ５３ 位内阁部

长，其中 ３８ 位来自国民志愿团，占比 ７２％ ⑤。
然而，宗教政治化并非仅限于印人党，秉持世俗民族主义的国大党也不例外。 例如，甘地夫人

在 １９８１ 年重新组阁之后的 ６ 周内先后访问了全印 １２ 座印度教神庙，１９８３ 年还参加了“印度母亲”
庙的开光仪式及圣社成立 １００ 周年庆祝活动。⑥国大党的这一政治操作，极大地获得了印度教民族

主义组织，特别是国民志愿团的支持，以致印人党在 １９８４ 年人民院的选举中遭遇惨败，只获得两个

席位。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次惨败，印人党重新思考了该党的意识形态定位问题。
总之，印度宪法上的“世俗主义”，其要义在于国家对不同宗教的包容⑦，而非严格的政教分

离⑧。 因此，在印度，无论是倡导世俗主义的国大党，还是倡导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印人党，为了获得

选民支持，都曾或多或少地运用过宗教认同或宗教符号换取教徒选票。 “这一方法在印度这样一

个历史认同感不强、工业化整体水平较低、宗教信仰虔诚度高的国家中是十分有效的。”⑨在这个意

义上，印人党最终击败国大党实现“崛起”，与其说是宗教政治化的结果，不如说是国大党逐步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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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ｄｉ － ａｓ － ｐｍ － ａｇａｉｎ ／ ｓｔｏｒｙ － １ＪＺｌｑｈＢＥＤ６ｌｈｉ２ｓｚＬＪｘ４ＯＭ． ｈｔｍｌ

Ｐａｄｍａｊａ Ｎａｉ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Ｗｏｒｋ：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ＳＳ， ｔｈｅ Ｂｈａｒａｔｉｙａ Ｊａｎａｔａ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ｄｙａ
Ｂｈａｒａｔｉ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 ， ２００９， ｐｐ． ２６ － ２７． ｈｔｔｐｓ ： ／ ／ ｅｐａｐｅｒｓ． ｂｈａｍ． ａｃ． ｕｋ ／ １５７０ ／ １ ／ Ｎａｉ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ｐｄｆ．

Ｎｅｅｌａｍ Ｐａｎｄｅ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ｋｅｒ Ａｒｎｉｍｅｓｈ，“ＲＳＳ ｉｎ Ｍｏｄｉ Ｇｏｖｔ ｉｎ Ｎｕｍｂｅｒｓ⁃３ ｏｆ ４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Ａｒｅ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ｎｇｈ”，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ｔ，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ｐｒｉｎｔ． ｉ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ｒｓｓ － ｉｎ － ｍｏｄｉ － ｇｏｖｔ － ｉｎ － ｎｕｍｂｅｒｓ － ３ － ｏｆ － ４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ｓ － ａｒｅ － ｒｏｏｔｅｄ － ｉｎ － ｔｈｅ － ｓａｎｇｈ ／ ３５３９４２

周陈：《试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复兴》，载《南亚研究季刊》，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
陈金英：《“世俗主义”变迁与印度人民党的印度教国家》，载《南亚研究》，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
邱永辉：《印度宗教与统一民法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
许娟：《宗教政治化：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再次兴起及其对印度外交的影响》，载《南亚研究》，２０２０ 年第 ２ 期。



为尼赫鲁家族的私人政党而日益被边缘化的恶果。
（二）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两个拐点：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新议题

综上可见，印度的民族政治转型表现为一体两面：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

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民族主义转型）；另一方面，印人党击败国大党取得完全执政地位（政党政治转

型）。 对于这一转型过程，我们可通过印度人民院席位数变化图加以直观地呈现（图 １）：
图 １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印度人民院席位数变化 ①　 （单位：个 ／年）

如果仔细审视图 １，就不难发现：在印度民族政治转型的历史进程中，除了上述两条清晰的主

线外，尚有两个明确的历史拐点———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与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其间蕴含着需要进一步探

讨的两个新议题，即为何只有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才真正开启民族主义转型（世俗民族主

义→印度教民族主义）？ 为何只有到了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度才彻底实现政党政治转型（国大党完

全执政→印人民党完全执政）？ 更进一步而言，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什么提升了印度教民族主义

者的“共同体”想象力？ 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是什么助力印人党构建起稳定的印度教教徒“票仓”？
我们的解答是：媒介变革的赋能。

二、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中的媒介变革赋能

将“媒介”与“民族主义”关联起来，广为人知的当属人类学家安德森②。 安德森指出，“即使是

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他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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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数据来源：印度议会人民院官方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ｌｏｋｓａｂｈａｐｈ． ｎｉｃ． ｉｎ ／ ／ Ｍｅｍｂｅｒｓ ／ ＰａｒｔｙＷｉｓ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ｉｓｔ． ａｓｐｘ。
事实上，在安德森之前（１９５４ 年），英国学者卡尔·多伊奇（Ｋａｒｌ 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就对“民族主义”与“社会传播”之间的复杂关联做

了系统研究；在安德森之后 （２０２０ 年），另一英国学者福柯斯探讨了网络媒介与民族主义的交互作用。 参见：Ｋａｒｌ Ｗ． Ｄｅｕｔｓｃ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４；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ｕｃｈ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０．



所以成为一个民族共同体，有赖于“印刷媒介”提供的“想象”。①然而，对于一个像印度这样的识字

率极低且语言众多的大国来说，安德森所强调的“印刷资本主义”效用其实相当有限———这也是

“印度”在近代史上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国家”概念的重要原因。 那么，为什么只有到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才逐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并走向“复兴”呢？ 是什么提升了印度教

民族主义者的“共同体”想象力？ 我们认为，媒介变革，即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转向网络媒介的变

革，起了很大赋能作用。
事实上，如果秉持“大历史观”，进一步考察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复兴”进程，

就会发现：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从世俗民族主义转向宗教民族主义），几乎与交往媒介的时代

“变革”（从印刷媒介时代转向网络媒介时代）同步。②例如，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印度数据③，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电子媒介，特别是电视已成为印度教教徒获取信息的主要媒介，有高达 ６４％ 的印度

教教徒每天至少看一两个小时电视。 及至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手机成为印度教教徒获取信息的主要

媒介，占比亦是高达 ６７％ 。
当然，上述观察只是一个历史上两者“共现”的观察，立论是否可靠还需要进一步进行检验。

而从方法论上来说，要检验媒介变革在印度民族主义从世俗转向宗教过程中的赋能作用，采用纯粹

的定性描述几乎难以达成。 因为媒介变革并不是一种媒介消灭另外一种媒介，更多的是新、旧多种

形态媒介并存。 因此，媒介变革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之间是并发的因果关系，或者说，新、旧媒介

谱系共同作用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 在这样的情境下，若采取纯粹的定性描述方法，则无法精准

地判断新、旧媒介各自效应究竟有多大，因而也无法确定“变革”来自哪类媒介的“赋能”，哪种媒介

“赋能”多，哪种媒介“赋能”少。 总之，要知晓媒介变革的“赋能”，必须知晓新、旧媒介各自“贡献”
有多少，因而需要“量”的刻度，即定量分析方法。 而在定量分析方法中，判断各解释变量（新、旧媒

介）的各自“净效应”④，最为经典的当属回归分析⑤。
鉴于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有两大关键时间节点（图 １）：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与 ２１ 世

纪 １０ 年代，为此本研究选取了用于测量这一变迁的两个时期数据，即世界价值观第三次及第六次

调查数据（ＷＶＳ ｗａｖｅ３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ｗａｖｅ６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⑥进行回归分析，探讨媒介变革在印度民族

主义转型进程中的赋能效应。 相关变量操作化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从世俗转向宗教）的测量，对应的是世界价值观调

查印度数据中的“世俗价值”变量（ＳＡＣＳＥＣＶＡＬ，变量标签名为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Ｖａｌｕｅｓ）反向值（１ －

９６

印度民族政治转型中的媒介变革赋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年，第 ４５ 页。
在理论上，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交往是影响民族的关键变量。 例如，他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

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 这个原理是公认的”。 “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

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不过，马克思并没有进一步阐述“交往变革”与
“族际关系”间究竟如何关联，他虽多次提到“交往革命”，但都是与“工业革命”并列而言。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

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７ 页。
世界价值观调查（ｗｏｒｌｄ ｖａｌｕｅｓ ｓｕｒｖｅｙ），自 １９８１ 年开启至今已有 ４０ 年，由世界社会科学网络联盟的成员单位共同协作执行，目

前已覆盖 １００ 多个国家、９０％左右全球人口。 调查内容涵盖了当代世界最为关注的价值观议题，相关数据向全球公开。 ＷＶＳ 已是世界

范围内最为权威的调查数据之一。 相关数据可到 ＷＶＳ 的官方网站查阅下载（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 ｊｓｐ）。
〔美〕查尔斯 Ｃ． 拉金著，杜运周等译：《重新设计社会科学》，机械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２７ 页。
谢宇：《回归分析》（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９ 页。
截至 ２０２２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共计开展了 ７ 轮，分别为：ｗａｖｅ１（１９８１—１９８４），ｗａｖｅ２（１９９０—１９９４），ｗａｖｅ３（１９９５—１９９８），ｗａｖｅ４

（１９９９—２００４），ｗａｖｅ５（２００５—２００９），ｗａｖｅ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ｗａｖｅ７（２０１７—２０２２）。 除第１、７ 轮外，第 ２—６ 轮均有印度数据。 印度数据中只

有第 ３—６ 轮中涉及媒介数据，且第 ３、４ 轮数据中只提供了电视媒介数据。 第 ５ 轮提供了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电视、网络、电邮、日常

交谈；第 ６ 轮与第 ５ 轮相比，去掉了书籍，增加了手机，由于媒介形态不同，因而无法直接进行比较。 为此，本研究最终选取了第 ３、６ 轮印

度数据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对应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与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 详见：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 ｊｓｐ．



ＳＡＣＳＥＣＶＡＬ，因转 向 宗 教 本 质 上 是 逆 世 俗 化， 故 取 世 俗 价 值 的 反 向 值 ）， 及 加 权 权 重

（ＳＥＣＶＡＬＷＧＴ，第三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未提供）的反向值（１ － ＳＥＣＶＡＬＷＧＴ）。 相应的变量命名为

Ｖｔ３、Ｖｔ６，相应权重命名为 Ｖ ｔ６ － ｗｅｉｇｈｔ。
（２）解释变量———媒介变革的数据，亦从世界价值观调查印度数据中直接析出，对于第三次世

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只提供了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主流媒介 － 电视媒介（变量名：Ｅ１８８），命名为电子

媒介（Ｖｅ）；对于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共提供了 ８ 种媒介形态，包括：日报（纸质，变量名

Ｖ２１７）、杂志（纸质，变量名 Ｖ２１８）、电视（变量名 Ｖ２１９）、广播（变量名 Ｖ２２０）、手机（变量名 Ｖ２２１）、
邮件（变量名 Ｖ２２２）、网络（变量名 Ｖ２２３）、交谈（变量名 Ｖ２２４）。 由于第六次世界调查价值观调查

媒介形态众多，为进一步突显媒介“变革”，本研究采取因子分析方法，提取“日报”和“杂志”的公

因子，命名为“印刷媒介”（Ｖ ｐ） ；分别提取“电视”“广播”的公因子，命名为“电子媒介”（Ｖｅ）；提取

“手机”“邮件”“网络”的公因子，命名为“网络媒介”（Ｖｎ）；将“交谈”更名为“口头媒介”（Ｖｏ）。 以

上所有的因子提取都满足因子分析要求，具体技术环节在此不赘述。
（３）控制变量———主要是社会人口学变量，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印度数据，主要包括：性

别（变量名 Ｘ００１、Ｖ２４０）、年龄（变量名 Ｘ００３、Ｖ２４２）、教育水平（变量名 Ｘ０２５、Ｖ２４８）及收入层级

（变量名 Ｘ０４７、Ｖ２３９）。 综上，本研究分别构建了基于第三、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的回归分

析模型（最后一项为误差项）：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１、表 ２ 所示（注：通过删除缺失数据的稳健性检验表明，回归分析的结果是

稳健的，相关表格在此略去）：
表 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与媒介变革赋能的回归分析①

回归模型ａ
未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ｐ）

解释变量
（常量） ． ６７４ ． ０１７

３９． ５３
０

０

电子媒介 ． ０１９ ． ００５ ． １０７ ３． ６７５ ０

控制变量

性别 ． ０１７ ． ００７ ． ０６９ ２． ６２１ ． ００９

年龄 ． ００１ ０ ． ０５１ １． ９６１ ． ０５０

教育水平 ． ００３ ． ００１ ． ０６７ ２． ３６２ ． ０１８

收入层级 － ． ００９ ． ００２ － ． １５９ － ５． ６５０ ０

ａ． 被解释变量：Ｖｔ３

表 １ 显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以电视为代表的“电子媒介”
发挥了重要建构作用。 一般社会人口学变量中，除“年龄”变量外（Ｐ ＝ ０． ０５），其余变量的回归效应

均为显著（ｐ ＜ ０． ０５）。 这表明，在电子媒介的显著赋能同时，性别、教育水平及收入层级也是重要

０７

　 《世界民族》２０２３ 年第 ３ 期

① 数据 来 源： 第 三 次 世 界 价 值 观 调 查 印 度 数 据 ＷＶＳ ｗａｖｅ３ （ １９９５—１９９８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Ｖ３． ｊｓｐ



的影响因素。
表 ２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与媒介变革赋能的回归分析①

回归模型（ ａ，ｂ）
未标准化系数

Ｂ 标准错误

标准化系数

Ｂｅｔａ
ｔ 显著性（ｐ）

解释变量

（常量） ． ７５６ ． ０２９ ２５． ９０３ ０

口头媒介 － ． ００９ ． ００３ － ． １０４ － ３． ０６０ ． ００２

印刷媒介 － ． ０１８ ． ００７ － ． １１０ － ２． ４２６ ． ０１５

网络媒介 ． ０４８ ． ００７ ． ２３４ ６． ５１１ ０

控制变量

性别 － ． ００７ ． ０１０ － ． ０２２ － ． ６６３ ． ５０７

年龄 ０ ０ ． ０３２ ． ９２６ ． ３５５

教育水平 － ． ００５ ． ００３ － ． ０７８ － １． ７６８ ． ０７７

收入层级 ． ００５ ． ００２ ． ０７４ ２． ２６５ ． ０２４

ａ． 被解释变量：Ｖｔ６

ｂ． 加权最小平方回归：按 Ｖｔ － ｗｅｉｇｈｔ加权

表 ２ 显示，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手机、电邮、互联网等“网络媒介”开始取代电视、广播等传统的

“电子媒介”，成为印度教民族主义复兴的重要技术平台。② 一般的社会人口学变量，除“收入层级”
外，其余变量回归效应均不再显著（ｐ ＞ ０． ０５），这表明，相比其他形态的媒介，“网络媒介”的赋能更

为突出。
综上可以看出，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复兴”过程中，两个历史拐点之处的

媒介建构效应都是显著的。 具体言之，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电子媒介（电视）的建构效应是显著的

（ｐ ＜ ０． ０５），在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网络媒介的建构效应亦是显著的（ｐ ＜ ０． ０５）。③ 这表明在印度教民

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媒介变革确实起了重要赋能作用。④

三、印人党击败国大党中的媒介变革赋能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人党在经过 １９８４ 年人民院的选举惨败后（仅得 ２ 个席位），一改立党之初

的温和路线，转而将印度教特性思想列为该党指导思想。 自此以降，印人党就一直致力于“建立印

度教教徒选票仓”⑤。 问题是：为何只有到了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人党才最终击败国大党实现“崛
起”？ 是什么助力印人党构建起稳定的印度教教徒“票仓”？ 我们的论点首先与上节相同，即媒介

变革，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转向网络媒介的变革，发挥了很大赋能作用。 此外，印人党相对于国大

党更能适应新媒体，为其获得了更多的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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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第六次世界价值观调查印度数据（ｗａｖｅ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ｖａｌｕｅｓｓｕｒｖｅｙ． ｏｒｇ ／ ＷＶ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ＷＶ６．
ｊｓｐ

电子媒介作用不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网络媒介的崛起，使得不同电子媒介开始融合，传统电子媒介的净效应很难测出。 参见

〔丹〕延森著，刘群译：《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
口头媒介与印刷媒介效应亦显著（ｐ ＜ ０． ０５），不过是解构效应（系数为负）。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Ｆｕｃｈ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ａｎｄ Ｆａｋｅ Ｎｅｗ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２０．
陈小萍：《印度民族主义与独立后印度政治发展研究》，时事出版社，２０１５ 年，第 ６６ 页。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电子媒介开始取代印刷媒介并为“建立印度教教徒票仓”提供了条件。
这是因为，在印刷媒介时代，要动员识字率低且方言众多的广大印度教教徒，激发他们的政治共同

体意识，几乎不可能。 因为今天的印度仍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语言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根据

２０１９ 年印度人口普查数据，印度仍然有高达 ３ 亿文盲、２２ 种官方语言以及数以千计的地方语言。①

在这样的情境下，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资本主义”机制很难发挥作用。 相对来说，电子媒介，特别是

电视的兴起，极大地克服了因识字率低、方言众多所带来的政治动员困境。 电视的政治效应，很早

就为研究者所指出。 例如，约翰·哈特利就曾言，“一个国家是为其成员搭建在数片主要桩基地之

上的，电视便是这样的一片桩基地”②，约翰·埃利斯则直言电视就是“民族国家的私生活”③。 莫

利亦指出，“广播电视不仅仅使人们获得先前只有亲身到场的人才能获得的体验”，还“增进象征意

义上的国家的统一，将个人及其家庭与国家核心生活联系起来”④。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是印度电子产业特别是电视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虽然印

度德里早在 １９５９ 年就引进了电视机，但直到 １９７２ 年，电视在印度家庭还没有得到普及。 １９８２ 年，
印度开始发射自己的通信卫星，电视信号的国土覆盖面积提高到 ６２％ ，人口覆盖面积增加到 ７５％ 。
不过，即便如此，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由于印度电视业基本由国家垄断（杜达山电视台是印度唯一

的国营电视台），印度的电视市场仍未得到充分发育。 这一情况直到 １９９２ 年才得以改变，是年印度

成立首家私营电视公司———ＺＥＥ 影视有限公司，并开通了首个私营电视频道，这也是印度本土第一

个印度语频道。⑤ 此后，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日益本地化，地方语言、种族、各邦电视台开始走向政

治舞台，地方政党开始控制地方大权，最终全国性政党需要与地方政党结成坚固的同盟才能形成牢

固的中央政府。⑥ 其间，“电视 ＋印地语”为激活广大印度教教徒的共同体“想象力”、建立印度教教

徒“票仓”提供了重要技术平台。
综上可见，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电子媒介的兴起，极大地摆脱了广大印度教教徒因识字率低、方言

众多而带来的政治动员困境。 事实上，正是得益于这一变革赋能，印人党开启了挑战国大党的历

程，并取得了联合执政的门槛，印度政党政治开始进入“悬浮议会”时期。
及至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受益于印度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网络媒介迅速在全印普及，印人党适

时推出“网络 ＋印地语”，不但越过了印刷媒介对识字率、语言标准化的高门槛，也克服了传统电子

媒介（如电视）单向灌输的弱点。 网络媒介的赋能，进一步提升了印人党的政治传播与政治动员能

力，不仅能够有效地向广大印度教教徒宣讲印人党的重要政见，还能够积极地回应选民的现实需

求，把握民意，进而抢占稳定且庞大的印度教教徒“票仓”———这为印人党摆脱“悬浮议会”、彻底击

败国大党取得完全执政地位提供了条件。 数据显示，２０１０ 年，印度网民在总人口的占比 ８％ ，２０１４
年达至 １４％ ，２０１９ 年网民占比达到 ２９％ ，２０２０ 年更是因疫情而网民数量激增，占比高达 ４３％ ⑦。
具体就社交媒体而言，印度用户亦是规模庞大，其中 ＷｈａｔｓＡｐｐ 用户近 ５． ３ 亿，ＹｏｕＴｕｂｅ 用户 ４．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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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ｒ Ｇｅｎｅｒａｌ ＆ Ｃｅｎｓｕ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Ｃ⁃１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Ｈｏｍ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ｅｎｓｕｓｉｎｄｉａ． ｇｏｖ． ｉｎ ／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 ＭＦＴａｂｌｅＳｅｒｉｅｓ． ａｓｐｘ

Ｊ． Ｈａｒｔｌｅｙ，“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ｒａｔｉｃｅ， ｖｏｌ． １， ｎｏ． ２， １９７８， ｐｐ． １２１ － １３８．
Ｊ． Ｅｌｌｉｓ，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Ｆｉｃ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８２， ｐ． ５．
〔英〕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著，司艳译：《认同的空间》，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年，第 ８９ 页。
江全康：《印度媒体的发展现状与特点分析》，载《传媒》，２０２１ 年第 ２３ 期。
〔印度〕拉玛·拜贾珀卡 （Ｒａｍａ Ｂｉｊａｐｕｒｋａｒ）著，郭国玺译：《占领印度市场：如何在全球最后一个决胜全局的市场》，东方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第 １０６ 页。
引自世界银行网站：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ＩＴ． ＮＥＴ． ＵＳＥＲ． ＺＳ？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Ｎ＆ｎａｍｅ＿．



亿，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用户 ４． １ 亿，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用户 ２． １ 亿，Ｔｗｉｔｔｅｒ 用户 １７５０ 万。① 有研究统计，印度人平均

每月花在 ＹｏｕＴｕｂｅ 上的时间为 ２６． ４ 小时，ＭＸ Ｐｌａｙｅｒ 为 ７． ８ 小时，Ｈｏｔ ｓｔａｒ 为 ４． ５ 小时，Ｎｅｔｆｌｉｘ 为

７． ４小时，Ａｍａｚｏｎ Ｐｒｉｍｅ Ｖｉｄｅｏ 为 ４． ４ 小时。②

当然，媒介变革的赋能，不可能只选择性地赋予印人党。 那么，为何现实生活中印人党获得赋

能最多，而国大党却不尽如人意？ 答案是：不同政党之于媒介变革的适应性，存在着显著差异。 例

如，在政治动员上，国大党作为长期执政的百年老党，过于依赖实体组织，形成了包括党员→初级委

员会（街区、其他次级委员会）→区（市）委员会→邦委员会→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国大党工作委员

会→国大党主席等 ７ 个层级的严密体系。③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国大党虽实体组织严密，但
也由此滋生了腐败与僵化，因而实际动员能力低下。 不止如此，对实体组织动员的路径依赖，也造

成了国大党对网络媒介的适应性严重不足。 相对来说，印人党对实体组织依赖程度要低得多，因而

能够积极拥抱网络媒介以期实现弯道超车，对媒介变革的适应性自然表现极佳。 事实上，一些研究

者在分析印人党“流星式崛起”的重要原因时亦发现，“印度人民党实施的‘网络 ＋ 印地语’这一举

措的实质是‘网络 ＋印度教’，通过数字化工具放大和固化印度教宗教认同和印度教教徒身份认

同，使得印度人民党在印度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更多支持。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大党网站只有

占印度人口少数的精英阶层使用的英文，至今并没有印地语网页”④。
印人党与国大党对新媒介的适应性差异，对比 ２０１４ 年与 ２０１９ 年两次大选就可以看出。 ２０１４

年，印人党通过电话入党、网络登记等形式，全力动员印度教教徒，在极短时间内将党员数量扩充过

亿⑤，最终成为 ３０ 多年来第一个在人民院拥有绝对多数的政党，拿下 ２８２ 个席位，占比 ５２％ ；与此

同时，国大党依然坚持精英主义路线，没有意识到网络媒介的巨大助选效应，甚至“要求印度各级

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管控社交媒体”“停用社交媒体”“防止民众遭煽动”，最终仅得 ４４ 个席位，
占比 ８％ ⑥；２０１９ 年，国大党虽然意识到了网络媒介的巨大助选效应，但在新媒体广告投入上仍然大

幅落后于印人党。 数据显示：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选举伊始，印人党在脸书（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即投入了 ２３７０
万卢比，而国大党投入仅 １０６ 万卢比⑦；在整个选举期间，印入党在社交媒体上投入超过 ２ 亿卢比，
而国大党投入仅 ４０００ 万卢比⑧。 投入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正是得益于印人党的上述“数字媒体

营销战略”⑨，印人党领袖莫迪成为仅次于奥巴马、特朗普的“政治社交达人”，其推特（ ｔｗｉｔｔｅ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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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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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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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选举年末拥有 ５１２５ 万以上关注者， 而同时期国大党主席拉胡尔·甘地仅有 １１１６ 万关注者。①

最终印人党在 ２０１９ 年选举中进一步扩大了人民院席位数，达到 ３０３ 席，占比 ５６％ ，而国大党只拿到

５２ 席，占比 １０％ 。②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印度网络媒介的普及，得益于其对“信息技术超级大国”追求。 印度不仅

赶上了时代机遇，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国际计算机产业浪潮所带来的发展机遇，而且还抓住了这一机

遇。 例如，１９８４ 年上台的前总理拉吉夫·甘地曾因极为重视计算机的开发而被其国人称为“计算

机总理”。 １９９８ 年 ３ 月，印人党出身的瓦杰帕依总理在其施政纲领中，提出要“使印度在十年内成

为一个信息技术超级大国”，为此还专门成立了特别工作组。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瓦杰帕伊获得连任，这
是印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第一个稳定的联合政府，新政府进一步提出了“集中所有的资源，使印

度成为信息技术大国”。 进入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度信息产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根据印

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ＮＡＳＳＣＯＭ）的统计，２０２０ 年印度国内的 ＩＴ 产业目前占印度国内生

产总值高达 ７． ８％ ，在全球软件产业价值占 １ ／ ３，在印度服务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为 ５２％ ，在全球服务

外包市场中所占的份额达 ５５％ 。③

印度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促进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媒介变革。 电子媒介的普及，特别是

网络媒介的兴起，有效地克服了因广大印度教教徒识字率低、方言众多所带来的政治动员困境。 而

印人党之于国大党更好的新媒体适应性，又使其获得了更多的媒介变革赋能，进而为抢占印度总人

口约 ８２％的广大印度教教徒“票仓”提供了技术支持。

四、结 论

民族（主义）与（政党）政治的二维关联是解析当代世界文化地图变迁的重要坐标。 本研究综

合定性描述与定量检验的方法，探讨了印度民族政治转型中的两个历史拐点问题，即为何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才开启民族主义转型（印度教民族主义逐步取代世俗民族主义）？ 为何直到 ２ 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度才完成政党政治转型（印人党彻底击败国大党并实现完全执政）？ 我们认为，媒
介变革的“赋能”，即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转向网络媒介的变革赋能，发挥了关键作用。 需要指出

的是，媒介变革的赋能并非单纯的技术性助推，而是交往意义上的耦合。
首先，将印度民族政治转型与交往媒介变革关联起来的逻辑基础在于它们在时间上“共现”。

印度教民族主义开始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也是世界范围内电子媒介开始普及的

年代；印人党最终击败国大党的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亦是全球网络媒介开始勃兴的年代。
其次，无论是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的“复兴”，还是印人党击败国大党的“崛起”，

传统的印刷媒介都无法助成。 因为印刷媒介有赖于较高识字率与语言标准化，而有关印度的一个

基本的社会人口学事实是：印度是世界上识字率最低、语言种类最多的国家之一。 今天的印度仍然

有高达 ３ 亿文盲、２２ 种官方语言以及数以千计的地方语言。 在这样的情境下，要提升广大印度教

教徒的“共同体”想象力，要构建起稳定的印度教教徒“票仓”，人类学家安德森所说的“印刷资本主

义”效应甚微。
再次，印度对于“信息技术超级大国”的追求，为媒介变革，即从印刷媒介、电子媒介转向网络

媒介的变革，提供了条件。 印度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即确立了信息产业立国的大政方针，到了 ２１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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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１０ 年代，已经成为世界 ＩＴ 产业的最大外包基地。 印度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极大促进了其国内

的媒介变革。 印度人每天获取信息来源的主要渠道，已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电视（占比 ６４． ２％ ），
转变成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的手机（占比 ６６． ８％ ）。

最后，相对于国大党，印人党对媒介变革的适应性更强，因而获得了更多的新媒介赋能。 国大

党对新媒介的适应性严重不足，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对传统实体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过度依赖，
另一方面在于自身的退化———几乎退化成了尼赫鲁家族的选举工具，因而时常表现出精英主义的

傲慢，对运用新媒介与广大印度教选民进行互动的意愿并不强。 总之，如何直面“识字率低且方言

众多”的广大印度教教徒，是理解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印度教民族主义取代世俗民族主义走向“复兴”、
２１ 世纪 １０ 年代印人党最终击败国大党实现“崛起”的关键所在。 媒介变革的赋能为此提供了可

能，而印度对于“信息技术超级大国”的追求为这一赋能提供了条件。 进一步言之，媒介变革的赋

能，来自“媒介 ＋民族主义”“媒介 ＋政党政治”的耦合，本质上是马克思当年所言的“交往革命”①，
因而对印度民族政治转型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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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ｖｅｒａｌ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ｓｈｏｒｔ，， ｔｈ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ｅｄｉａ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ｈｒｕｓ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ａ．

（程中兴，教授，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 ／西南联合研究生院，昆明，６５００９１）
〔责任编辑： 邓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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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力丹：《马克思和恩格斯论交往革命》，载《东南传播》，２０１３ 年第 ８ 期。


